
回 鹊 式 蒙 古 文

道 布

蒙古族在古代多数是草原游牧民
,

即所谓
“
有毡帐的百姓

” ,

一部分是森林狩猎民
,

即所谓
“
林木中百姓

” ; 他们原来都无文

字
。

南宋赵拱说
: “

今鞋之始起并无文书
,

凡发命令
、

遣使往来
,

止是刻指以记之
” ( 《

蒙糙备录
》 )

。

南宋彭大雅
、

徐霆在
《 黑糙

事略
,
中说蒙古族

“ 言语有音而无字
” ,

又说
: “
糙人本无字书

” ,

“
行于糙人本国者

,

则只用小木
,

长三四寸
,

刻之四角
。

且如差

十马
,

则刻十刻
,

大率只刻其数也
” 。

从现存史料来看
,

蒙古族最初曾借用汉字和回鹃字母来拼写

自己的语言
。

元世祖忽必烈在至元六年 ( 公元一二六九年 ) 二月

己丑的诏书中说
: “ 肤惟字以书言

,

言以纪事
,

此古之通制
。

我

国家肇基朔方
,

俗尚简古
,

未逞制作
,

凡施用文字
,

因用汉楷及

畏吾字
,

以达本朝之言
” ( 《元史 》卷二 O 二 《 八思巴传

》 )
。

不过
,

后来的一些史料很少提到用汉字拼写蒙古语的情况
,

倒是常常指

出蒙古族使用回鹊字母拼写 自己的语言
。

元朝色 目人盛熙明于至

正四年 (公元一三四四年 ) 以所著
《法书考

》
八卷进呈顺帝

。

书

中写道
: ,’, 准我皇元

,

兆基朔方
,

俗 尚简古
,

刻木为信
,

犹结绳

也
。

既而颇用北庭字 (按指回鹃字母 )
,

书之羊革
,

犹竹简也
”

(
,

法书考
》 卷二 )

。

明洪武二十二年
,

翰林学士刘三吾在
《
华

夷译语 》 序中说
: “ 昔宋运告终

,

天命元君人主中国
。

其俗专骑

射
,

尚杀伐
,

素无文字
。

以发号施令非文不传
,

故借高昌之书 (按

指回鹊字母 ) 为本俗之典
” 。 “ 其书一字数母

,

及复纽切
,

然后

成文
,

繁复为甚
。 ” 那么

,

蒙古族最初采用回鹊字母 拼 写 自 己

的语言是在什么时候呢 ? 据 《元史
·

塔塔统阿传
》
说

: “
塔塔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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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
,

畏兀人也
。

性聪慧
,

善言论
,

深通本国文字
。

乃蛮大歇可汗

尊之为傅
,

掌其金印及钱谷
。

太祖西征
,

乃蛮国亡
,

塔塔统阿怀

印逃去
,

俄就擒
。

帝洁之日
: `

大歇人民疆土悉归于我矣
,

汝负印

何之 ?
’

对日
: `臣职也

,

将以死守
。

欲求故主授之耳
。

安敢有他 !
’

帝 日
: `
忠孝人也 ! ’

问是印何用
,
曰对

: `出纳钱谷
,

委任 人才
,

一切事皆用之
,

以为信验耳
。 ’
帝善之

,

命居左右
。

是后凡 有 制

旨
,

始用印章
,

仍命掌之
。

帝 日
: `汝深知本国文字乎 ? ’

塔 塔 统

阿悉以所蕴对
,

称旨
,

遂命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字书国言
。 ”

由此

可知蒙古族采用回鹊字母书写蒙古语是在一二 O 四年成吉思汗征

服乃蛮之后
。

十三世纪中
,

欧洲天主教教士关于蒙古族最初使用文字的情

况也有报导
。

例如意大利人普兰
·

巡儿宾在
《
小 史

》
(L i b e l l us

ih 。
ot

r ic u ,
) 中曾经说过

: “ 〔成吉思汗〕出征回鹊地面 “
一他征 服

了他们
,

鞋鞍人采用 了他们的文字
,

因为在此以前挞靶人还没有

任何文字 ;现在这种文字被称为蒙古 文
”

(见 c h r i s t o p h e r D a w 3 o n

编
《 T h 。 M o n g o l M i s s i o n 》

第二 O
一

二一页 )
。

一

法国 人 卢 不

鲁克说
: “

鞋袒人用回鹊字母
,

从上往下写
,

读亦如此
,

一行一

行从左到右
。

… …蒙哥汗寄来的信
,

是蒙古语而用回鹃字书写 的
”

(见上引书第一四 O 页 )
。

中西史料互相参证
,

可见一二O 四年以后蒙古族开始使用以

回鹃字母为基础的竖写拼音文字
。

这种文字就是后来所说的回鹃

式蒙古文
。

回鹊字母来源于粟特 ( 即牢利 ) 字母
。

玄奖说
:

率利
“ 字源

简略
,

本三十余言
,

转而相生
。

其流浸广
。

粗有书记
。

竖读其文
。 ”

(见 《
大唐西域记

》 卷一 )
。

公元十一世纪马赫穆德
·

喀什噶尔

在
《 突厥语词典

》
中列举了十八个回鹊字母

。

元末的著名学者陶

宗仪在
《 书史会要

》
中也提到过回鹊字母

。

他说
: “

畏吾儿字虽

有二十余母
,

除重名外
,

止有一十五音
。

因此
,

应声代用者 多矣
。 ”

(见 《
书史会要

》 卷之八
《
外域

·

畏吾儿字
》 ) 所谓

“
重名

” 字



母
,

指的是写法不同但实际读音相同的字母变体
。

至于蒙古族最初采用回鹊字母拼写蒙古语时使用 多少 个 字

母
,

至今尚未发现直接的记载
。

后人对元代回鹊式蒙古文文献进

行分析
,

归纳其字母总数为十九个 (见拙文 《 回鹊式蒙古文研究

概况
》 ,

载
《
蒙古语言文学

》
一九八一年第二期 )

。

回鹊式蒙古文拼写法基本上沿用回鹃文的规则
。

不但字母与

读音的关系
、

字母在不同位置上的变体基本一致
,

就连行款
、

程

式等等也都一样
。

回鹊式蒙古文的使用在公元一二六九年以后一段时间里 曾经

受到限制
。

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不久
,

即命国师八思 巴创制
“
蒙古新

字
”

(后改称
“

蒙古字
,

今通称 a, 又思巴字
”

)
。

这是一种脱胎于藏文

字母的竖写拼音文字
,

大多数字母与藏文字母相同或相似
,

少数

新造的字母也以相应的藏文符号为基础 ( 见照那斯图
: 《

论八思

巴字 》 ,

载
《 民族语文

》
一九八 O 年第一期 )

。

蒙古新字于公元

一二六九年正式颁行
。

此后朝廷三令五 申
,

限制使用回鹊式蒙古

文 ( 见上引
《元史 》

卷一 O
,

本纪第十
,

世祖七 )
。

到了元朝后

期
,

回鹊式蒙古文又逐渐通行
。

回鹊式蒙古文经过元
、

明两代
,

到十七世纪初发展成为两个

支派
。

一支是现在通行于我国蒙古族大部分地区的蒙古文
,

一支

是只在新疆蒙古族中使用的托武文
。

这两种现代蒙古文
,

无论在

字母表或在拼写法方面都同回鹊式蒙古文有明显的区别
。

回鹊式蒙古文文献原件传世者不多
。

今存回鹃式蒙古文文献

有写本
、

刻本
、

碑铭
、

印文
、

符牌等几大类
。

一

元代的回鸽式蒙古文写本有伊儿汗国诸王的官方文犊 ( 通行

证
、

外交信函等 ) 和外国文学作品的蒙古语译文 ( `亚历山天传
-

奇
`
残卷 )

。

伊儿汗诸王的官方文犊都签有 日期
,

是有确切年代
.

可考的第一手资料
,

对研究元朝与西方的政治
、

军事
、

文化关系
-

有重要参考价值
。

例如
,

伊儿汗阿鲁浑于公元一二八九年致法国
`

国王排力普的外交信件 (原件藏法国国家档案馆
,

见雷慕沙
: 《
关



于教皇与法国国王同蒙古皇帝之间的政治交往
》 ,

载法国
《
科学

院通报
》 一八二四年第四期 )

,

其内容是敦促排力普践约
,

出兵协

助蒙古军队进攻埃及
。

阿鲁浑于公元一二九O 年致罗马教皇尼古

拉四世的信函
,

是对教皇劝其接受基督教洗礼的答复 (原件藏梵蒂

冈机密档案馆
,

见田清波
、

柯立甫合写的
《梵蒂冈机密档案馆的

三件蒙古文文献
》 ,

载
《
哈佛亚洲学报

》一九五二年第十五卷 )
。

伊儿汗合赞于公元一三O 二年致罗马教皇保尼法斯八 世 的 信 函

(原件藏梵蒂冈机密档案馆
,

见上引 《梵蒂冈机密档案馆的三件

蒙古文文献
》 )

,

其内容是邀请教廷出兵合攻埃及
。

伊儿汗完者

都于公元一三O 五年致法国国王排力普的信函 (原件藏法国国家

档案馆
,

见上引法国
《
科学院通报

》
一八二四年第四期雷慕沙的论

文 )
,

则是重 申愿与法国修好
。

从吐鲁番出土的
《亚历山大传奇

》 蒙古文译本 (原件藏德国科

学院东方研究所
,

见柯立甫
: 《亚历 山大传奇的古代蒙古文译本

》 ,

载
《
哈佛亚洲学报

》 一九五九年第二十二卷 )
,

对研究元代中西

文化交流提供了有趣的线索
。 《亚历山大传奇

》
写 的是马其顿王

亚历山大寻求长 生圣水的故事
。

原作成书于公元一世纪
,

有拉丁

文
、

阿拉伯文
、

波斯文
、

突厥文译本等多种
。

就目前所知
,

此书

传人中国仅见蒙古文译本
。

明代回鹊式蒙古文写本有代宗朱祁钮于景泰四年 ( 公元一四

五三年 )给刺儿地面头 目哗力儿吉的救谕 (此件最初 由塔赫辛玉兹

刊布在
《突厥的纺织品与丝绒

》
中

,

见 《
哈佛亚洲学报

》
一九五

O 年第十三卷 )
、

万历八年 (公元一五八 O 年 ) 顺义王俺达汗的

贡马表 ( 见和 田清
: 《

东亚史研究 (蒙古篇 ) 》 的插图 ) ; 以及

四夷馆抄录的
《
华夷译语

》
糙袒馆杂字和来文 (原件藏北京图书

馆善本部 )
。

朱祁钮的救谕原件藏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市托普喀皮宫

博物馆
。

此件表明
,

在明代中叶蒙古文仍然是一种通用的官方文

字
,

是中国朝廷同西域交往使用的工具
。

目前已经发现的回鹃式蒙古文刻本只有元代的汉蒙合璧
《孝

二招匆



经
》 (原件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 )和

《人菩提行论疏
》
残卷 (原件

藏德国科学院
,

见海涅什编
: `柏林吐鲁番资料汇编

》 ; 又见柯立

甫
: 《一三一二年溯思吉斡节儿所著人菩提行论疏

》 ,

载
《
哈佛

亚洲学报
》
一九五四年第十七卷 ) 两种

。

它们分别代表儒家经典

和佛教经典对蒙古族文化的影响
。

这两种文献不仅对研究元代蒙

古族的意识形态有参考价值
,

而且对探讨蒙古族的语言史
、

文字

史
、

翻译史也有重要意义
。

元代的回鹊式蒙古文碑铭
,

传世者约有十件
,

而以公元一二

二五年的
《
也松格碑

》 为最早
。

此碑记述成吉思汗西 征 班 师 途

中于不哈速赤忽之地设宴搞劳将士时
,

成吉思汗的侄子也松格射

箭达三百三十五步之遥的盛况 (见普 日莱
: 《成吉思汗碑铭

》 ,

载
`蒙古研究

》
一九六二年第三卷 )

。

此碑现存列宁格勒爱尔米

塔什博物馆
。

元代回鹃式蒙古文碑铭中有两件是纯粹用蒙古文撰

写的
。

除
《
也松格碑

》
外

,

另一件是昆明笼竹寺的
《
云南王藏经

碑 》 。

此碑成于公元一三 四O 年
,

涉及秃坚之乱
,

为研究元代蒙

古族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提供 了佐证 (见拙文 《回鹃 式 蒙 古 文
<云南王藏经碑

,
考释

》 ,

载
《
中国社会科学

》
一九八一年 第 三

期 )
。

此外还有
《张氏先荃碑 》 、 《竹温台碑 》 、 《西宁王忻都公神道

碑 》 ( 见柯立甫
: 《汉蒙对照碑铭

》 ,

载 《
哈佛亚洲学报

》
一九四

九年第十二卷
、

一九五 O 年第十三卷
、

一九五一年第十四卷 ) 等

汉蒙对照碑铭
,

涉及元代统治阶级在政治
、

军事
、

经济方面的举

措
,

可资元史研究工作者参考
。

这几件碑铭的蒙古文本虽然是根

据汉文原本翻译而成
,

但行文略有增删
,

内容有出入
,

所以
,

蒙

古文本仍有其独特的研究价值
。

元定宗贵 由汗的御玺已经失传
,

据说是俄罗斯 匠人库斯玛所

制
。

但是
,

贵由汉御玺的印文却保存在梵蒂冈收藏的一封用波斯文

缮写的外交信件上面 ( 见伯希和
: 《蒙古人与教廷 》 )

。

印文的大

意是
: “ 长生天气力里

,

大蒙古大汗圣旨
;
所到各处 民 人 一 体

敬畏 !
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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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十九世纪中叶
、

俄 国第聂伯河畔曾出土银质长牌
,

其上镌

有窝阔台系诸王俺都刺的令旨
。

这是现存元代文物中仅有的一件

完全用回鹃式蒙古文写就的符牌 (见余元庵
: 《内蒙古史历概要

》

擂图
《
蒙古畏兀儿字牌

》 )
。

总之
,

回鹊式蒙古文文献数量虽然不多
,

但是对学术研究有重

要价值
。

首先
,

在历史学方面
,

这些文献可以补充史籍著录之不

足
。

其次
,

在语言学
、

文字学方面
,

这些文献又是直接的研究对

象
。

对于语言学家
、

古文学家来说
,

这些文献都是稀世珍宝
。

(原载
《
中国史研究动态

》 1 9 8 1年第 12 期 )


